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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环境协定协同规制海洋酸化的框架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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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海洋环境正遭受酸化的威胁但缺乏足够的治理,现行的国际法律规制处于“制

度复合体冶的困境中。 海洋与环境制度碎片化的持续状态将阻碍对海洋酸化形成联合系

统的治理力量,采用一种整合性的规制方式十分必要。 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开放

包容、与时俱进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供全面应对海洋酸化的特定法律框架来主导规

制,由其他多边环境协定提供具体的规则和标准指导国际社会统一行动。 这种解决方案

能否实现规制目标,有赖于其他多边环境协定是否适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方,
以及是否为海洋酸化提供有针对性的规制措施。 然而,现行主要多边环境协定对海洋酸

化普遍重视不足且缺乏敏感性,这对形成有效的规制措施构成一定的障碍。 当前,各国可

从尽量减缓和扭转海洋酸化的趋势、主动干预已出现的海洋酸化现象、增强海洋生态系统

的复原力 3 个维度入手,在主要多边环境协定的发展进程中为应对海洋酸化寻找达成共

识和集体行动的机会,尽快推动相关国际法律制度的发展,包括以现有条约为基础增加相

关条款或丰富条约解释,并出台有效规制海洋酸化的务实举措,尤其需要考虑在气候协定

中设定明确的与海洋 pH 值直接相关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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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发展海洋经济需兼顾海洋环境保护日益成

为世界共识。 在 2023 年世界海洋日的致辞中,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把海洋放在首要位

置,并提醒各国“海洋生物多样性正在遭受过

度捕捞、过度开采和海洋酸化的破坏冶 [1]。 海

洋酸化是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全球新兴的重大海

洋环境问题,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得出结论:“有很高的

可信度表明,当今全球海洋表面的 pH 值及其

变化速率至少是 2. 6 万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冶,
如果不及时应对,海洋酸化可能危及人类的生

存和可持续发展[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中的第 14. 3 项

敦促所有国家“通过在各层级加强科学合作等

方式,减少和应对海洋酸化的影响冶 [3]。 IPCC
具体指出,成功管控海洋酸化包括两种方法:
“缓解问题的根源,即减少二氧化碳的人为排

放,和 /或通过减少过去和未来海洋酸化的后果

来适应。冶 [4]因此,海洋酸化的全面规制必须兼

顾两大目标:一是立足于“防祸未然冶,对形成

和加剧海洋酸化的污染因素进行“风险预防冶;
二是着眼于“亡羊补牢冶,对海洋酸化已经和可

能继续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结果预防冶。 然

而,全面规制海洋酸化的成因和影响将跨越国

际环境治理的多个领域,当前对其的法律规制

出现了一种“制度复合体冶 [5] 的困境,主要表现

为:其一,单独依靠任何一个现行国际法律制度

都不能完全解决;其二,气候变化制度、大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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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防治制度、海洋污染防治制度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都能起到一定的规制作

用[6],但每个制度的适用空间更多来自条约解

释而不是直接的规定;其三,各部门法下碎片化

的规制方式造成制度安排交叉重叠、相互之间

缺少沟通配合,导致治理低效。 如何在“制度

复合体冶中尽可能寻求一致与协调是当下面临

的主要问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冶)具有“伞形公约冶的框架属性和庞

大的制度结构,或许可以为各部门法之间实施

跨制度合作、增强各部门法之间的相互协同效

应创造机会,进而以整合性的方式实现对海洋

酸化的全面规制。 由此,本研究将全面考察

《公约》解决海洋酸化问题的综合能力,探讨《公
约》为规制海洋酸化构建特定法律框架的可行

性,同时,对照有效的规制措施,评估纳入规制框

架的其他多边环境协定能否发挥相应的作用,以
此启发国际社会采取跨制度合作的务实举措,妥
善应对海洋酸化引起的全球性环境挑战。

一、海洋酸化的成因、过程与影响

二氧化碳被海洋从大气层吸收,并与海水

发生反应生成酸,导致海洋的 pH 值下降的过

程被称为海洋酸化。 这种海洋化学平衡的移动

若不加以控制,将对海洋生态系统、气候系统和

社会经济产生广泛的不利影响。
1. 海洋酸化的背景与成因

海洋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海洋在气候系

统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是热量和二氧化碳的主

要汇集地。 自 1970 年以来,海洋吸收了气候系

统积累的 90%以上的多余热量,以及人类活动

排放的二氧化碳的三分之一,其温度、酸碱度、
氧含量和盐度等性质因此发生改变。 当前,海
洋变暖、酸化和脱氧三种现象同时发生,被称为

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的“致命三重奏冶。
海洋酸化是海水的化学性质发生改变,从

弱碱性逐渐向酸性变化的过程,主要源于海水

长年累月对大气中二氧化碳地被动吸收。 同

时,科学研究发现,常规的大气污染物也会造成

海水酸度的增加,特别是硫氧化物(SOX)和氮

氧化物(NOX),此类大气污染物主要由船舶尾

气、汽车尾气或发电排放而产生。 除来自大气

的污染,陆源污染也不容忽视。 例如,农业化肥

径流、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产生的氮等污染在

汇入海洋后会引起水体富营养化,会加剧海洋

酸化,尤其对近岸海域等局部地区造成显著影

响。 此外,部分人类活动不会直接导致海洋酸

化,但会降低生态系统的适应和恢复能力,例如

捕捞过度、使用破坏性渔具、不当开发沿海地区

等造成生态系统的衰退,从而使海洋更易受到

酸化的影响。 总体而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

的增加仍然是破坏海水酸碱平衡的主要因素。
2. 海洋酸化的化学过程

酸碱度用 pH 值 0 到 14 来衡量,7 属于中

性。 工业时代以来,海水的 pH 值已经下降

0郾 1,从工业时代前的 8郾 2 降至 8郾 1 左右,相当

于海洋酸度增加约 26% 。 如果二氧化碳排放

量没有大幅缩减,预计到 21 世纪末,海水的 pH
值将进一步下降约 0郾 3,相当于海洋酸度增加

170%左右[7]。 问题不仅在于变化本身,还在

变化的速度,目前全球海洋酸化的速度是过去

5 000 万年间的 10 倍[8]。 同时,历史表明,海洋

pH 值下降后恢复非常缓慢,需要数千年时间。
海洋酸化的化学过程简单而直接:当二氧

化碳溶解在海水中后,它会和水(H2O)发生化

学反应生成碳酸(H2CO3);在海水弱碱性的环

境下,碳酸发生电离反应,分解出碳酸氢根

(HCO3
-)和氢离子(H+);氢离子的释放增加了

海水的酸度,降低了海水的 pH 值。 同时,氢离

子会和碳酸根离子(CO3
2- )结合生成碳酸氢

根,导致碳酸根离子浓度的下降,而碳酸根离子

是多种海洋钙化生物外壳和骨骼的组成成分。
3. 海洋酸化的广泛影响

海洋酸化将对海洋生态系统、气候系统和

社会经济产生广泛的不利影响。 具体而言:第
一,危及诸多海洋生物生存,威胁海洋生物多样

性。 酸化会破坏特定生物的生理过程,引发种

群数量减少,甚至导致海洋食物链崩溃。 特别

是,海洋钙化生物(翼足类、壳类软体动物和珊

瑚礁等)制造碳酸钙壳或骨骼的能力下降,生
长繁殖受阻。 在高酸度环境下,珊瑚礁可能消

失,螃蟹、贻贝、牡蛎等将出现壳溶解。 第二,干
扰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影响气候反馈。 海

洋生物泵在二氧化碳从海洋表层到深层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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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酸化引起了海洋中碳酸盐、
生物丰度和分布以及能量和营养流动的改变,
这些变化可能导致生物泵效率降低、能力减弱,
继而有损深海对二氧化碳的长期存储功能,间
接影响气候系统的反馈机制, 加剧气候变

暖[9]。 第三,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损害

人类福祉和经济财富。 一方面,具有重要商业

价值的物种减少导致无法满足食物供应的需

要,即供应服务受损;另一方面,以碳存储和海

岸防护等气候调节为代表的调节服务受损,如珊

瑚礁形成的天然“防波堤冶,因珊瑚礁退化,无法

再抵御风暴和海浪对海岸线的侵蚀。 此外,旅游

业在内的文化服务也会受损,尤其是每年创造数

十亿美元的珊瑚礁旅游业将严重受挫。

二、构建全面规制海洋酸化成因与

影响的法律框架

摇 摇 海洋酸化主要与海水吸收的二氧化碳质量

有关,本质上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新兴海洋环境

问题,将这一问题放在海洋法范围内解决与其

本质相符[10]。 尽管《公约》在 20 世纪 70 年代

至 80 年代初谈判达成,那时无法预见此类新议

题,但《公约》内在的灵活性使其能够应对谈判

时未知的新挑战。 二氧化碳是大气的固有成

分,本身不属于大气污染物,但在人类活动影响

下,这种温室气体超量排放后溶解于海水,将引

发一系列海洋环境的变化。 这一过程相当于人

类“直接或间接冶向海洋环境引入“物质或能

量冶,改变海水的化学结构,使得海洋中蛋白质

和营养供应的质量和数量发生变化,将损害海

洋生物和生物资源、破坏保护海岸线的沿海生

态系统,进而危害人类健康,也将使得海水使用

质量下降、适宜的海洋生产和旅游环境减少,继
而影响捕捞业、水产养殖业和旅游业,妨碍此类

正当使用海洋的活动开展。 这些足以说明人为

因素造成的海洋酸化构成《公约》第 1 部分第 1
条项下“海洋环境的污染冶。

为保护海洋环境和养护海洋生物资源,
《公约》建立了总体性的法律框架和治理体系,
在生效时就被誉为“最强有力的综合性环境条

约冶。 这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认识到海洋

正面临污染的最大威胁,但 1958 年《日内瓦海

洋法公约》“支离破碎冶式的保护方法存在缺陷

不足以应对。 同一时期,海洋法理论从“海洋

自由冶转向“海洋危机冶,“海洋环境的保全(除
其他外,包括防止污染)冶被确定为 1973 年召

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要处理的关键问

题,在《公约》最后文本中以第十二部分专章的

形式呈现。 作为第十二部分开篇统领性条款,
第 192 条明确规定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要实现

的总体目标:各国须履行“保护和保全海洋环

境冶的“一般义务冶。 保护海洋环境的详细规则

和标准,则由其他环境保护相关的国际协定负

责提供,这些协定或处理特定海洋污染源或适

用于特定活动,《公约》负责在这些协定之间发

挥协调作用。 《公约》的这种框架属性使其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足以应对气候变化和海洋酸

化等新型环境议题,下述特定条款可以构成应

对海洋酸化的基本法律框架,该公约具备在整

体上应对海洋酸化的综合能力。
作为海洋环境治理的核心条款,《公约》第

192 条规定的“一般义务冶是综合全面的,“保
护冶在于海洋环境于未来不受侵害,“保全冶在

于维持或改善现有的海洋环境。 该条款不仅考

虑到当前情势和未来变化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还涵盖了从单个物种到栖息地和大型生态系统

的一切保护,而不止于防止污染[11]。 因此,“一
般义务冶可以解释为含有全面解决海洋酸化的

义务。 展开而言,其一,“海洋环境在未来不受

侵害冶要求各国减少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

的排放,研发实施二氧化碳去除技术,以减缓海

洋酸化的速度和程度,预防酸化发生不可控的

风险;其二,“维持海洋环境的现状冶要求各国

在减排之余,建立和保持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并
针对局部地区和敏感的生态系统,消除容易加

剧酸化及其影响的其他压力源,以推迟和适应

酸化的影响;其三,“改善海洋环境的现状冶要求

各国纠正酸化造成的任何损害,恢复和重建退化

的生态系统,修复和补偿可能受到经济和文化损

失的沿海地区。 具体如何履行“一般义务冶需要

参照《公约》第十二部分随后的章节条款。
《公约》第 194 条是其余条款中最重要的

一条,该条第 1 款至第 3 款要求各国对来自陆

地(第 207 条)、海上活动(第 208、209 条)、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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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第 210 条)、船舶(第 211 条)和大气(第 212
条)等任何来源的污染,履行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冶“防止、减少和控制冶污染的勤勉义务。 其

中,针对每种污染源,各国通过全球和区域合作

制订或尽力制订国际规则和标准,并制定相应

的国内法。 国内立法根据污染源的不同应“考
虑到冶或“效力不低于冶或“有效实施冶一般接受

的国际规则和标准,这实际是《公约》将外部国

际协定规定的防污标准和具体措施纳入自身的

方式。 例如,防止来自大气的污染中,综合性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京都议定书》和
《巴黎协定》,专门性的《经 1978 年议定书修订

的<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

则六《防止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规则》;防止来自

倾倒的污染中,1972 年《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

质污染海洋公约》与其 1996 年《议定书》等,均
为海洋酸化规制框架中重要的外部规则和标准。

《公约》第 194 条第 5 款表明,第十二部分

不限于旨在严格控制污染,也延伸到保护和保

全稀有或脆弱的生态系统、衰竭或濒危的物种

及其栖息地[12]。 纵观《公约》发现,其没有直接

提到生物多样性(通常分遗传、物种和生态系

统 3 个层次),但由《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执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

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
(以下简称“《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冶)等后续

的条约实践可知,第十二部分应解释为包含对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受 1958 年《日内瓦海

洋法公约》的影响,《公约》中“物种冶这一术语

也被称为“生物资源冶 [13]。 养护生物资源的规

定散落在《公约》的其他部分,特别是第 61 条

至第 64 条以及第 117 条至第 119 条。 这些条

款与第十二部分共同构成对各国适应酸化的影

响以及恢复受损的生态系统等 义 务 的 规

制[14]262。 各国至少应履行《公约》前述条款中

的下列义务:第一,海洋酸化可能影响某些种群

产生最高可持续产量的长期能力,各国在制定

养护措施和决定可捕量时应考虑到酸化问题;
第二,极易受酸化影响的物种可能并非被捕捞

物种,也可能是为被捕捞物种提供重要栖息地

(如珊瑚礁)或食物来源(如翼足类软体动物)
的关联物种,各国在规划养护措施和可捕量时

应一并予以考虑;第三,海洋酸化可能导致被捕

捞物种及其关联物种的种群数量下降,各国应将

其维持在或恢复到《公约》规定的相应水平。
除恢复受损的生态系统以外,《公约》 第

235 条第 1 款要求未履行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

义务的各国按照国际法承担责任;第 2 款要求

各国对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提供及时和充

分的赔偿以及其他救济;第 3 款要求各国合作

实施现行国际法,并进一步发展与赔偿和解决

争端相关的国际法。 可以说,前述这些条款与

《公约》下的争端解决机制共同为采取与海洋

酸化有关的国际法律行动提供了机会,特别是

依靠珊瑚礁维持海鲜生计和旅游业的群岛国可

能对海洋酸化造成的损失提出赔偿。 此外,为
对抗气候变化和减轻海洋酸化,各国在努力减

排之余可能会采取去除二氧化碳的负排放措

施。 例如,在二氧化碳进入大气前将其捕获、再
压缩封存至海底,或者经由海洋肥化、增强风

化、海洋碱化或海藻养殖等方法将大气中的二

氧化碳转化、吸收。 对于此类可能影响海洋的

地球工程活动,《公约》第 195 条规定,各国应

防控由此造成加重局部海域酸化或引发其他海

洋污染的风险。 如果利用海洋转化、吸收或封

存二氧化碳的活动被发现涉及污染,《公约》第
196 条和第 199 条规定,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尽量减少此类活动的不利影响,确保不会

对其他国家及其环境造成损害。 当一国获悉海

洋环境有遭受污染的紧迫危险或已被污染破坏

时,《公约》第 198 条进一步规定,该国应立即

向可能受影响的其他国家和主管国际组织通

报。 与此同时,《公约》第 204 条至第 206 条规

定,各国应当研究有关活动的风险和影响并定

时公布研究结果。
总体而言,《公约》可以为全面规制海洋酸

化提供适宜的法律框架,理由如下:其一,海洋

酸化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海洋冶环境问题,置于

海洋法领域内解决能够凸显这一新兴环境问题

的独立性,也能够实现治理时的整体性考量;其
二,通过对《公约》第十二部分和其余部分有关

规定进行扩张解释,缔约方应当承担全方位处

理海洋酸化成因和后果的广泛义务,这些义务

能够全面涵盖海洋酸化的规制目标;其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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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第 237 条规定,由《公约》框架汇聚的其

他国际协定和执行协定所规定的特定义务,须
以与《公约》规定的义务相互支持的方式履行。
因此,通过《公约》形成的规制框架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改善海洋酸化国际法律规制碎片化的现

状,以系统连贯的体系和协调一致的方式尽可

能化解“制度复合体冶的困境。

三、探索多边环境协定协同规制海洋

酸化的可行路径

摇 摇 对《公约》特定条款的分析表明,各国有义

务采取个别或联合行动解决海洋酸化问题,但
具体采取何种措施有赖于《公约》以外的其他

规则和标准,因而《公约》的框架安排能否产生

预期的规制效果还取决于纳入的外部规则和标

准是否适用于《公约》缔约方,以及对海洋酸化

有关问题是否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是否有针对

性和可执行的内容。 事实上,主要多边环境协

定对海洋酸化普遍重视不足且缺乏敏感性,这
对形成有效的规制措施构成一定的障碍。 为

此,各国可以在主要多边环境协定的发展进程

中为应对海洋酸化寻找达成共识和集体行动的

机会,从而为解决海洋酸化问题提供清晰的法

律规制路径。
1. 尽量减缓和扭转海洋酸化的趋势:控制

二氧化碳和大气主要污染物的人为排放

从源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阻止海洋持续

酸化的首要措施。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以下简称“UNFCCC冶)与《公约》第 212 条

“来自大气层或通过大气层的污染冶之规定存

在着明显的联系。 《公约》第 212 条第 1 款规

定,各国有义务制定法律法规“防止、减少和控

制冶两类大气污染:一类,大气层本身是污染

者,它输送的污染物直接影响海洋环境,比如过

量的二氧化碳;另一类,通过大气层的污染,污
染间接来源于大气,比如酸雨。 该条款同时规

定,各国在国内立法时需要“考虑到冶 “国际上

议定的规则和标准冶。 在影响海洋环境的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的管控方面,拥有近 200 个缔约

方的 UNFCCC 及《巴黎协定》理应属于上述“国
际上议定的规则和标准冶。 “考虑到冶这种温和

的措辞并不意味着各国防止大气污染的责任必

然比其他类型污染的要弱。 如果一国本身既是

《公约》缔约方,又是《巴黎协定》缔约方,“考虑

到冶只能意味着该国继续遵守气候协定、履行

自身承诺,其责任不会因为《公约》第 212 条第

1 款的措辞被削弱[15]。
近年来,海洋环境在气候变化制度中得到

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 《巴黎协定》在序言中

指出,“各国在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时,必须

确保海洋在内的所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保

护生物多样性。冶 [16] 《巴黎协定》对于气候变化

和保护海洋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肯定是气候变

化制度内处理海洋问题的一个重大发展,是
UNFCCC 通过以来其相关协定首次正式承认气

候变化(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对海洋可

能产生的影响,并在应对时需要考虑到这些影

响。 2015 年《巴黎协定》序言正式承认海洋问

题的同时,二十多个国家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

(COP21)上联名签署“因为海洋冶 (Because the
Ocean)宣言,签署国承诺制定海洋行动计划。
2017 年轮值主席国斐济在气候变化波恩会议

(COP23)上提出“海洋路径冶 (Ocean Pathway)
倡议,希望促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对海洋的包

容性,要求在受“海洋气候关系冶影响的领域增

加行 动。 2019 年 气 候 变 化 马 德 里 会 议

(COP25)被宣传成是“蓝色冶的,会议将海洋保

护定 为 一 项 核 心 议 题。 相 比 之 下, 最 初

UNFCCC 第 4 条第 1 款(d)项将海洋称作碳汇,
基于海洋在全球碳循环和气候调节中的作用,
仅仅将海洋作为一种气候变化的解决办法,没
有把它视为受到温室气体排放危害而需要保护

的生态环境。
然而,气候变化制度至今仍然在很大程度

上忽视了海洋酸化问题。 UNFCCC 第 2 条规定

公约的最终目标在于,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

气候系统免受“危险的人为干扰冶的水平上。
海洋酸化是大气(二氧化碳)、水圈(海洋)和生

物圈(海洋生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们均

为气候系统的组成部分。 为保护整个气候系

统,缔约方不仅有责任防止温室气体排放导致

的热效应,也有义务防止海洋酸化在内的化学

效应。 尽管如此,当前《巴黎协定》设定的温控

目标并不一定能保证防止威胁气候系统安全的

海洋酸化发生,温控目标与海水 pH 值之间的

关系仍有待科学实验加以澄清。 正如有学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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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各国完全有可能在不解决海洋酸化的情

况下完成气候变化制度中义务的履行,仅仅遵

守现行的气候承诺,并未实现履行《公约》规定

的“防止、减少和控制冶海洋酸化对海洋环境造

成污染的勤勉义务,除非气候承诺明确涉及海

洋酸化[17]402,因为按照现行的温控目标减排很

有可能不足以避免酸化对海洋造成大规模的破

坏。 如果 大 气 中 的 二 氧 化 碳 浓 度 稳 定 在

450ppm(相当于升高 2益),届时海洋的酸度会

对许多海洋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18]。 毕竟,
80 多万年以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一直只

在 170ppm 至 300ppm 波动。 目前的科学知识

表明,要保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需要将二

氧化碳浓度维持在 350ppm 左右[19]。 早在

2009 年,数百位全球顶尖海洋科学家齐聚摩纳

哥签署宣言,宣言提示:针对海洋酸化拟定的大

气中二氧化碳的限制目标,应当不同于针对气

候变化的限制目标。 因此,必须设定明确的与

海洋 pH 值直接相关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 一

种可行的途径是,《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与

“联合国-海洋网络冶合作,共同制定有效减缓

海洋酸化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和措施。 “联合

国-海洋网络冶是联合国系统内海洋事务的机

构间协调机制,海洋与气候变化是该机制负责

的一项议题。 新的减排目标和措施制定出来

后,由在《公约》和《巴黎协定》两种制度中均承

担义务的缔约方一致实施。 《巴黎协定》缔约

方应当将针对海洋酸化的减排目标和措施体现

到“国家自主贡献冶 (NDCs)中,并承诺尽可能

通过控制二氧化碳而非其他温室气体的方式减

排,保证在对抗气候变化时谨慎使用存在加剧

海洋酸化风险的减排技术,并定期对缔约方的

执行情况进行监测与审查,从而增强“国家自

主贡献冶的执行力。
二氧化碳并不是影响海洋环境的唯一大气

来源,船舶排放废气中的硫和氮的氧化物也会

引起局部海域酸度的增加,它们会以硫酸和硝

酸的形式沉积在航道所在海域的表层,使海水

的 pH 值下降。 《经 1978 年议定书修订的 <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以下

简称“《MARPOL73 / 78 公约》冶)附则六《防止

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规则》第 3 章对硫和氮的氧

化物的排放含量作了限制,其中,船用燃料的最

高允许硫含量在 2020 年已被调低至 0. 5% ,并
且允许以比全球公认的更严格的标准指定排放

控制区。 鉴于当前应对海洋酸化的紧迫需要,
国际海事组织(“ IMO冶)可以要求缔约方沿着

容易受到酸化加剧影响的海域建立船舶排放控

制区,以便预防局部海域酸化进一步的恶

化[14]270。 与此同时,《京都议定书》第 2 条第 2
款将航运温室气体排放的监管事项委托给 IMO
负责。 IMO 于 2011 年在附则六中增设第 4 章

“船舶能效规则冶、于 2018 年通过“船舶温室气

体减排初步战略冶等,均旨在提高新造船舶能

效设计标准、降低航运碳排放强度和排放总量。
据 IMO 统计,航运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人为排

放总量的 2%左右,因此,这些举措对减轻海洋

酸化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主动干预已出现的海洋酸化现象:研发

实施以海洋碱化为代表的负排放技术

在大幅度减排之外,主动去除大气中过剩

的二氧化碳是另一个重要措施。 《巴黎协定》
许多缔约方缺乏温控的决心,1. 5益温控的剩余

“碳预算冶预估在 2030 年之前就会被耗尽。 针

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在加速脱碳战略

之余,各国正在研发部署负排放技术,部分技术

依赖于对海洋系统的直接操纵。 新近科学研究

表明,以海洋碱化为代表的海洋负排放措施,具
备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和缓解海洋酸化的

双重潜力[20],但大规模部署海洋碱化具有一定

的环境和生态风险。
海洋碱化属于改变海洋化学结构的模式,

可以直接抵消与海洋酸化有关的变化,增加海

洋的 pH 值,促使海洋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
常见的碱化方法是向海水中添加碱性物质(如
橄榄石、碳酸钙)或其分解产物(如生石灰、氢
氧化钙),将溶解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根和

碳酸氢根离子,使其形成海底的碳酸盐沉积物。
科学预测利用橄榄石增强海洋碱度可以弥补大

约 9%的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21]。 但橄榄石

本身含有重金属可能污染海水,它也是一种容

易刺激某些海洋生物生长的肥料,添加橄榄石

会给海洋生态系统带来潜在风险。
海洋碱化和其他向海水添加材料的二氧化

碳去除技术属于海洋地球工程活动,可能会被

认定构成“海洋倾倒冶。 在全球层面,规制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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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最直接适用的文书是 1972 年《防止倾倒废

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 (以下简称“《伦
敦公约》冶)与其 1996 年《议定书》。 《公约》第
210 条第 6 款规定各国有义务以严格程度不低

于“全球性规则和标准冶的国内立法和必要措

施来规制海洋倾倒,当前公认的国际标准正是

由《伦敦公约》与其《议定书》提供。 然而,这两

份法律文书对管理海洋倾倒采取了不同的办

法,而且是两个独立的协定,《公约》本身没有

提供明确承认一份文书中制定的标准优先于另

一份文书的机制,《公约》第 210 条中的国际标

准是指《伦敦公约》还是《议定书》或二者兼而

有之犹未可知[17]399。
2008 年两份文书的缔约方通过了一项不

具有约束力的决议 (以下简称 “ 2008 年决

议冶),宣布海洋肥化属于这些文书的管辖范

围。 该项决议指出,“合法的科学研究冶以外的

海洋肥化不符合“倾倒豁免冶的条件,因为其违

背《伦敦公约》和《议定书》的目的。 海洋肥化

是在生物生产力低下的地区向海中添加铁或其

他营养物质(如火山灰、磷酸盐和尿素)以刺激

浮游植物生长的海洋地球工程活动。 因此,海
洋碱化可能受到与海洋肥化类似的对待,在不

适用“倾倒豁免冶的情况下,非研究性质的利用

海洋去除二氧化碳的活动将受到《伦敦公约》
和《议定书》条款的约束。

《伦敦公约》采用“黑与灰清单冶的方式,具
体列出禁止向海洋倾倒的物质,以及需要特别

许可才能倾倒的物质,其他物质可经一般许可

后倾倒。 《议定书》的限制更为严格,采用“反
向清单冶的方式,规定除该议定书附件一所列

的八种物质外,禁止倾倒任何物质。 由此,《伦
敦公约》缔约方可以允许任何不使用禁止物质

的非研究性质的二氧化碳去除活动;相反,《议
定书》缔约方不能允许此类活动,除非它们使用

反向清单中的物质。 目前,拟用于海洋碱化的材

料既不属于《伦敦公约》禁止或严格限制的物

质,也不属于《议定书》允许的物质,因此,《伦敦

公约》在很大程度上允许实施非研究性质的海洋

碱化,而《议定书》则很可能禁止此类活动。
2008 年决议同时指出,构成“合法的科学

研究冶的海洋肥化活动应被视作“为单纯处置

以外的目的而放置物质冶,在不违反《伦敦公

约》和《议定书》的目的情况下,可以有资格获

得“倾倒豁免冶。 判断一项拟议的海洋肥化活

动是否构成“合法的科学研究冶由 2010 年通过

的指导评估的框架决定(以下简称“2010 年框

架冶),该框架也不具有约束力。 该框架要求负

责拟议活动的国家,一方面对活动的科学属性

进行初步评估,包括活动是否会导致直接的经济

收益、是否会受到科学同行的审查;另一方面对

该活动必须开展环境影响评估,包括考虑拟议活

动的地点、潜在和长期的环境影响以及风险管理

的程序。 只有满足该框架的所有步骤,以最大限

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最大化科学效益,并在

征得可能受该活动影响的任何其他国家的同意

后,海洋肥化才有资格获得“倾倒豁免冶。
2008 年决议与 2010 年框架均没有约束

力,2013 年《议定书》缔约方对议定书进行修订

(以下简称“2013 年修正案冶),首次尝试为各

类海洋地球工程活动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
尽管该修正案提及海洋地球工程活动,但其附

件四只列出了海洋肥化这一种活动,缔约方今

后可以通过提议对附件四进行补充的方式来增

加对海洋碱化等其他活动的管理。 该修正案还

提供了一个总体评估框架,类似于 2010 年框

架,各国可以利用该框架来评估其他海洋地球

工程活动是否有资格获得许可证。 但这项修正

案当前尚未生效、无法律效力,况且,批准《议
定书》的国家数量迄今仍然较少,使《公约》所

有缔约方遵循《议定书》规定的可能性很小。
不过,实施海洋碱化此类活动仍将直接受到普

遍适用的环境法基本原则和《公约》条款的约

束,例如预防原则、不损害域外环境责任原则和

环境影响评估义务等。
3. 增强海洋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将应对海

洋酸化纳入海洋保护区建设和渔业管理

海洋酸度的增加在全球已呈现出不可逆的

态势,仅有减缓措施已不足以应对遗存问题,采
取适应措施势在必行,加强海洋生态系统韧性

的活动亟待进行。 海洋酸化将广泛影响海洋食

物网中许多重要的物种,对海洋生物多样性构

成威胁。 同时,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在较高的

生物多样性条件下,海洋酸化对原本高度脆弱

的关键生物的影响可以减少 50% 至 90% [22]。
因为生物多样性本身是生态系统复原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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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而若不加以控制生物多样性枯竭将

阻碍生态系统的恢复。 因此,当前各国应当以

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为重点,并减少过度捕捞、
破坏性渔业行为和其他海洋污染等容易使生态

系统适应力下降的非酸化压力源,全面增强海

洋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充分发挥其在受损或衰

退后的自我修复功能,从而更有力地抵御海洋

pH 值变化的影响,保障其持续提供重要商品和

服务的能力。
海洋保护区是公认的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工具,可以作为应对海洋酸化的一个适

应措施,用来增强生态系统承受和克服来自酸

化压力的潜能。 海洋保护区的作用至少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方面,海洋保护区可以最大限度地

减少其他威胁,例如富营养化、塑料污染,保持

海洋生态系统的总体压力可控,从而使珊瑚礁

等易受酸化影响的生态系统能够得以保护;另
一方面,海洋保护区可以在早期规划阶段就考

虑到未来酸度上升的可能性,并以应对酸化为

目的进行持续管理,包括对酸化及其影响的持

续监测和评估。 有学者认为,尚未受到气候变

化和海洋酸化影响或被认为对气候变化和海洋

酸化具有复原力的地区或生态系统,也应予以

保护,即创建一种避难所。 因此在选址时,拟设

立的海洋保护区可以寻求保护已经出现海洋酸

化影响迹象的地区,也可以寻求保护可能作为

海洋酸化避难所的地区[23]。 问题在于,全球海

洋保护区覆盖面积仍然相当有限,特别是在国

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面积的占比仅有 1% 左

右。 目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

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

利用协定》(以下简称“《BBNJ 协定》冶)历经五

届正式会议,已于 2023 年 6 月获正式通过。 在

公海建立海洋保护区是《BBNJ 协定》谈判的焦

点议题之一,也是各国按照《公约》第 194 条和

第 197 条的规定联合实施保护环境的必要措施

并展开国际合作的表现。
《BBNJ 协定》在序言部分提到,“需要以协

调一致及合作的方式处理海洋生物多样性丧失

和生态系统退化问题冶 “此种问题是由气候变

化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冶,比如海洋酸

化所导致的;在第三部分规定海洋保护区在内

的划区管理工具等措施的目标包括:加强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抵御与气候变化、海洋酸

化和海洋污染有关的压力冶之韧性[24]。 可见,
《BBNJ 协定》已在协定范围内尝试处理不断上

升的海水酸度的影响,明确规定为保护海洋生

物多样性所设置的工具可用于应对酸化这一压

力源。 需要注意的是,海洋保护区是一种基于

地点的静态措施,而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很可

能会导致物种在深度或经纬度上的分布范围发

生变化,在动态的三维环境中采取这种适应措

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为此,国家管辖范围以

内和以外的海洋保护区有必要进一步被连接为

网络,使各个海洋保护区在不同的空间尺度和

保护水平下协同工作,并在设计时确保独立的

海洋保护区覆盖足够大的区域,以便提升海洋

生态空间的连通性,由此,较单个海洋保护区可

以更有效和全面地实现应对酸化的生态目标。
另一个重要的适应措施是将海洋酸化纳入

渔业管理,在采取养护和管理措施时,考虑到海

洋酸化对目标鱼群、乃至海洋生态系统的不利

影响。 《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作为《公约》现
有的执行协定,对《公约》第 63 条和第 64 条等

有关跨界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一般规定加以

详细阐述,尽管未提及海洋酸化,但其条款理应

解释为包含将海洋酸化作为影响鱼类种群的相

关因素纳入种群管理的义务。 根据该执行协

定,沿海国和公海捕鱼的国家展开合作时须遵

循第 5 条规定的一般原则,其中两项义务在应

对海洋酸化时尤为重要:一是应当采用预防性

办法,在这种渔业管理的生态系统方法下,由于

海洋酸化给生态环境增添的不确定性,各国必

须采取更加谨慎的养护和管理措施;二是应当

评估捕鱼、其他人类活动和环境因素对目标种

群及其关联和依附物种的影响,因为过度、非
法、破坏性捕捞和其他海洋污染等压力源也会

导致种群本身以及相关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复原

力下降,从而减弱其自然适应酸度上升的能力。
在第一项义务中,生态系统方法是国际社

会现行渔业管理的首选方法,该执行协定在附

件二为此种方法提出了“预防性参考点冶的概

念,用作渔业管理的标准和指南。 具体分为养

护和管理两种参考点,前者指捕捞量应限制在

安全的生物限度以内,使种群产生最高可持续

产量,后者指满足管理目标的指标。 一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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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参考点的情况,各国必须采取行动来恢复

种群并重建参考点这种“缓冲区冶。 科学预测

海洋酸化会减退部分鱼类种群的繁殖能力,甚
至成为其新的死亡来源,设置预防性参考点时

有必要考虑海洋酸化的影响,这对于确定可持

续捕捞水平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海洋食物网

如何被改变、鱼类种群将产生何种反应尚无确

切的科学数据,预防性参考点的设置可以帮助

跨界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管理切实纳入海洋

酸化问题。 实践中,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可以通

过监测来获取最新数据作为预警系统,对即将

到来的变化发出信号,帮助渔民在渔业种群崩

溃之前提前实施退出计划,或转向捕捞不易受

海洋酸化影响的目标物种。

四、结摇 语

作为全球新形态的跨部门环境挑战,海洋

酸化的成因与影响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都

是独特的。 海洋与环境制度碎片化的持续状态

将阻碍对海洋酸化形成联合系统的治理力量,
采用一种整合性的规制方式十分必要。 《公

约》为海洋环境治理与气候变化调控制度之

间,以及海洋污染防治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制度之间的协调奠定了法律基础,为实施跨制

度合作打开了方便之门。 当前,国际社会应当

尽快推动解决海洋酸化问题的国际法律制度的

发展,以现有条约为基础,增加相关条款或丰富

条约解释,尽快出台有效规制海洋酸化的务实

举措。
妥善应对海洋酸化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

洋治理的重要机遇,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冶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政府在《公约》开放签署 40 周年国际研讨

会上倡导各方“坚持命运与共,推动海洋可持

续发展冶及“坚持国际合作,守护海洋生态环

境冶。 海洋酸化影响全人类的海洋环境和海洋

生物多样性的利益,中国可以将海洋酸化纳入

外交会议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冶概念的讨论,
也可以纳入非官方外交层面的国际海洋治理研

讨会。 作为《公约》和《巴黎协定》等主要多边

环境协定的缔约国,中国始终全面地参与海洋

法与国际环境法的制度框架并接受其约束,因
而有必要积极推动应对海洋酸化的国际法律制

度的发展,待时机成熟时可以提交支持解决海

洋酸化问题相关条款的提案。 中国也应当加强

与周边国家在海洋酸化方面的区域合作,特别

是,在东海与日本、韩国建立包含应对海洋酸化

的环境保护框架,在南海通过“中国 东盟区域

海洋酸化观测系统研讨会冶与东南亚国家开展

海洋酸化的科学合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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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and Pathways for Synergistic Regulation of Ocean Acidification by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 XU Caimengxiao(School of Law,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The global marine environment is threatened by acidification but lacks adequate governance,
and current international legal regulation is in a “regime complex冶 dilemma. Continued fragmentation of
the oceans and environment regime will impede the development of joint systemic governance of ocean
acidification, and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regulation is necessary. One possible solution is to provide a
specific legal framework for a comprehensive response to ocean acidification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which is open, inclusive and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to lead regulation, with other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MEAs) providing specific rules and
standards to guid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act in a unified manner. Whether such a solution can
achieve its regulatory goals depends on whether other MEAs are applicable to UNCLOS parties and
whether they provide targeted regulatory measures for ocean acidification. However, the general lack of
attention and sensitivity to ocean acidification in the existing major MEAs is an obstac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regulatory measures. Currently, starting from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slowing
down and reversing the trend of ocean acidifica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proactively intervening in ocean
acidification that has emerged and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marine ecosystems, countries can seek
opportunities for consensus and collective action to address ocean acidif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ajor MEA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legal regime
as soon as possible, including the addition of relevant provisions or enrichment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existing treaties, and introduce practical measures to effectively regulate ocean acidification. In
addition, consideration needs to be given to set explicit CO2 鄄reduction targets that are directly linked to
ocean pH in climate agreements.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cean acidification; synergistic
regulation; UNC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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